
 

 

偏低的公共部门工资与改革前景
—来自微观视角的新证据

刘    冲1，张    红2

（1.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2.  暨南大学 产业经济研究院，广州 510632）

摘   要：文章基于详尽的微观数据，利用科学的分析框架验证了我国公共部门工资水平相对偏

低的事实，并深入分析了原因，给出了我国未来公共部门工资改革的思路。具体而言，文章利用

201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建了收入决定模型，在控制了一系列个体和区域特征后发

现，我国公共部门与国有、私有部门或事业单位相比，工资水平偏低 10%−16%。研究分析表明：公共

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工资差异并不能被保险、补贴、其他收入、工作满意度和社会地位等因素的“补偿

效应”全部解释。进一步将事业单位作为公共部门的理想对照组，发现家庭分工假说和低消费假说

也不能得到验证。在劳动力市场出清的假设下，我们估算出了公共部门工资改革的合理调整范围。

文章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公共部门工资改革的新框架，并揭示了部门间收入分配的新特点，有利

于进一步推进工资水平的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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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 2017 年第十九次全国党代会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以来，全国各界高度重视、积极讨论，目

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众多解读高

质量发展内涵的视角中，公平与效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度，该视角研究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要义是建立在更加公平基础上的高效率和实现资源配置优化。公共部门工资及其改革因

涉及政府效率、收入再分配和资源优化配置等重要问题，在高质量发展讨论中受到了关注。若公

共部门工资偏低，在市场的作用下高质量员工会竞相离开，从而使得国家的管理和公共服务质

量下降；而若公共部门偏高，则可能意味着政府将税收过多用于员工工资，资源配置有进一步优

化的空间。

在学界，学者们对公共部门工资一直颇为关注，但研究者们往往关注的是广义的公共部门，

即将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归为一类，探讨他们与其他部门员工的工资差异。国内文献采用这类

做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数据可得性限制。已有的实证研究中，讨论我国各部门间工资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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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大部分基于调查数据（如尹志超和甘犁，2009；张义博，2012），而在我国以往的调查数据中政

府机关与事业单位归为一类，无法分离。二是受国外文献影响。国外文献探讨涉及公共部门工

资问题时往往探讨的是广义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的工资差异，很多国家无事业单位设置，但

是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根据张光（2014）估算，若将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归为同一部门，政府

机关人数仅占一半，事业单位编制人员占比则接近 30%。①然而，我国事业单位在经过近十几年

来的一系列工资改革②后，工资制度方面与政府机关有了很大的不同，此时探讨公共部门的工资

与改革问题还将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员工混在一起就值得商榷。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将采用狭

义公共部门定义，即仅包含政府机关，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特点，结合科学的方法深入

探讨以下两个重要问题：我国公共部门员工工资是否显著比其他部门员工低？我国公共部门工

资调整幅度的合理范围是多少？

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主要面临的挑战有两个。一是数据可得性限制。我国以前的代表性

调查数据无法分离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例如：城镇住户调查（UHS）就业情况中仅有全民所有制

单位选项，从而无法分离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员工；在 2004 年以前的中国家庭健康调查（CHNS）

数据中，政府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为同一选项，也无从分离。于是，以往的研究中鲜有出现单

独研究狭义公共部门工资的文献。而在本文中，我们将用到的数据为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该调查中个体工作机构属性被详细分成十六类，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均单独为一类，这使得本

文研究狭义公共部门工资成为可能。二是对照组可比性限制。众所周知，除工资外，我国政府机

关与企业部门在员工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简单地比较两部门的工资差异

所得到的工资改革建议极可能会带来一些误导，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可见，为政府机关找到一

个合适的对照组，是探讨狭义公共部门工资问题的关键所在。为解决这个关键问题，我们对合适

对照组的要求较高：与狭义公共部门相比，除工资存在差异外，其他方面如工作稳定性、工作时

间和社会福利等均无显著差异。在这种高要求下，本文认为我国事业单位的特殊性使其能成为

公共部门的合适对照。根据 1998 年国务院发布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定义，我国事

业单位是指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

文化和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由于我国事业单位源于公共部门这一历史特殊性，其在组

织形式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均与公共部门基本相似，不同的是随着上文中提到的一系列事业单位

工资改革的展开，事业单位工资开始市场化，从而在中国劳动市场上形成了两个除工资制度存

在差异外其他方面差异甚微的部门。

克服了这两大挑战后，本文将针对上文提到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具体而言，首先，我

们用数据证实我国公共部门与其他部门员工之间确实存在工资差异。数据回归结果显示：年工

资方面，公共部门工资比事业单位低了 10.3%，比国有企业低了 19.9%，比私有企业也低了近 12%，

这些差距均在 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不仅如此，考虑工作时间后，公共部门工资偏低的现象依

然显著，与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分别为 16.2% 和 16.7%。其次，我们详细探讨了这

些工资差距背后的原因。在劳动市场部门间流动无摩擦力且市场均衡的假设下，我们认为各部

门间员工的效用应该相同。既然公共部门工资偏低，那么公共部门能带来效用的其他方面，比如

保险、补贴、其他劳动收入、工作满意度和社会地位等，是否好于其他部门，从而吸引了劳动力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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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剩余约 20% 为没有编制的编外人员（张光，2014）。

② 自 1956 年、1986 年两次工资制度改革后，1993 年进行了第三次改革，此次改革主要内容是事业单位工资制度与公共部门分离，实行

了制度形式上的脱钩，初步建立了符合自身特点的工资制度。2006 年进行了第四次改革，事业单位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与公共部门工资

制度进一步脱钩。目前为止，事业单位工资制度虽并未完全市场化，但与政府机关的工资制度已有了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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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共部门呢？数据表明，公共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并不能用这些“效用补偿”因素

来解释。那么，是否存在遗漏因素或不可观测因素导致了公共部门员工甘愿接受较低工资呢？比

如工作稳定性、部门内收入公平性等。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应该看到有公共部门员工的家庭

由于甘愿接受了较低工资，因此其消费水平或财富储蓄水平也应受到影响。但是，数据却显示家

庭成员在公共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分布情况仅对家庭收入有影响，而对家庭消费与财富无显著影

响，并且对家庭消费比的影响仅出现在有管理职务的公共部门员工中。这些发现表明，“家庭分

工假说”和“低消费假说”也不能解释工资差异。因此，在劳动力市场出清的前提假设下，我们就

可以估算出公共部门工资改革的合理调整范围。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我们首次利用详尽的微观数据，用一个新的研究框

架系统地探讨了公共部门工资水平偏低的原因，这和已有文献更多从宏观角度进行估算相比是

一个非常有力的补充。其次，从研究方法上，本文为公共部门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对照组−

事业单位，这一对照组的选取能让我们排除一系列可能产生效用补偿的因素，如保险、补贴、其

他劳动收入、工作满意度和社会地位等，同时我们也利用其排除了“家庭劳动分工”和“低消费”

两个假说，这一新的框架能够让我们排除上述因素之后更准确地测算公共部门工资偏低的幅

度，进而为下一步的公共部门市场化工资改革提供更为准确的估计。该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

义，为研究部门工资改革提供了一个新框架，并揭示了部门间收入分配的新特点，有利于进一步

推进工资水平的市场化改革。

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小节综述文献；第三小节介绍数据；第四小节探讨公共部门与

其他部门的工资差异；第五小节分析产生工资差异的原因；第六小节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述

在我国，公共部门是否存在工资溢价存在争议。一方面，有研究发现我国公共部门存在溢

价。尹志超和甘犁（2009）用 CHNS 数据证明了 2000 年以后我国公共部门工资溢价为正，即公共

部门工资偏高。张义博（2012）则在尹志超和甘犁（2009）的基础上将研究年份范围从 2006 年扩展

至 2009 年，结论基本一致。①张光（2014）则用案例分析的方式结合中国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得

出：在中国，一个地区的经济越发达，其公务人员工资水平越可能高于企业人员；反之，经济越落

后，公务人员的工资水平越可能低于企业人员。另一方面，我国公共部门滞后于市场的刚性工资

制度会使其员工工资远低于其他部门。但是，这一观点在我国现有文献中的实证证据非常少。

仅刘学良（2015）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2 年数据结合工资差异分解的方式得到我国公共部门

工资低于非公共部门的结论，且发现这一工资差异的不合理解释部分主要出现在工资水平的高

分位。

不仅在我国，公共部门工资溢价问题在世界各国均为研究热点问题。Shapiro 和 Stelcner

（1989）用加拿大的人口调查数据证明了公共部门存在工资溢价，并将这一工资差异分解成两部

分−禀赋差异与租金差异。而 Dustmann 和 Soest（1998）的研究则表明，德国公共部门并不存在

工资溢价，且公共部门的工资显著性比私有企业低。此后，考虑到个人在不同部门工作的选择上

可能存在内生性，Gaag 和 Vijverberg（1988）与 Van Ophem（1993）等开始使用 Heckman 样本选择模

型研究公共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工资差异。进一步地，考虑到不同工资分布位置上部门间差异可

能会有所不同，分位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方法也被用于研究这一问题。Hyder 和 Reilly（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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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 CHNS 在 2000 之前的数据中无法区分国有企业和政府事业单位，张义博（2012）在公共部门分类中将国有企业也划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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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分位回归的方法分析巴基斯坦数据得出结论：公共部门工资高于私有部门且这一差异随着

部门内工资分布的百分位上升而减少。而 Gorodnichenko 和 Peter（2007）则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他

们用乌克兰数据证实了公共部门会比私有部门工资低，且这一差值随着工资分布百分位的上升

而有所增加。除此之外，Robinson 和 Tomes（1984）、Jürges（2002）以及 Borjas（2002）还发现，公共部

门的工资溢价存在性别差异，公共部门的工资溢价现象主要出现在女性中。

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首先，针对我国现状，本文的研究重点不是整个广义公共部门，而仅

是狭义公共部门，即政府机关。虽然公共部门是一个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法定服务的组织整体，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这个整体中事业单位部分的工资制度经过几次改革，制度刚性

导致的问题已经不再突出。与此同时，政府机关的工资制度则改革步伐较缓、问题依然突出，使

得目前我国社会舆论也更多地关注狭义公共部门的工资问题，而非公共部门整体的工资问题。

遗憾的是，这种实时的舆论关注在学术领域还未得到及时响应。因此，本文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

上，响应社会舆论关注焦点，首次用严谨的计量回归方法探讨我国公共部门的工资问题，为我国

进行中的公共部门工资改革提供有力的可行性建议。不仅如此，本文的结论力证了我国公共部

门工资偏低的观点，为我国公共部门工资溢价研究贡献了新的实证证据，弥补了现有文献中实

证证据的不足。

其次，本文并没有像现有研究中国公共部门工资的文献一样，仅停留于证实公共部门工资

偏低的结果，而是进一步地基于劳动供给者的理性假设前提，深入研究了公共部门工资偏低的

可能原因，为公共部门工资改革提供建议。近些年，在我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公共部门

工资偏低极可能是制度刚性带来的结果，因此公共部门工资改革需要根据劳动市场环境相应上

调工资水平。这一建议似乎无可厚非，但是结合劳动市场上公共部门岗位劳动供给供过于求的

事实，公共部门工资的简单上调会让这种供过于求的现象更加严重，从而对整个中国劳动市场

造成严重扭曲，最终将长期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见，探究公共部门工资偏低背后的事实，探

索公共部门工资调整合理范围以防矫枉过正，比证实公共部门工偏低的现象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三、数据与变量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简

称 CFPS，下同）。样本覆盖面高达 25 个省（市、自治区）。CFPS 于 2010 年正式开展访问，每两年

一次追踪调查。为确保公共部门与事业单位在除工资外的其他方面差异甚微，我们将数据年份

限定在事业单位 2006 年工资改革之后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实施保险制度改革之前，这

样 CFPS 仅 2010 年与 2012 年数据符合要求，又考虑到 2012 年为追踪访问为主，数据信息没有

2010 年丰富，且两年时间内观测个体在部门间的流动很少、个体信息变化不大，于是本文将主要

在 2010 年成人调查数据基础上展开。

本文将样本限定在有工作且非自己经营的成人。根据研究需要，我们按照工作单位属性将

样本分成了四组：公共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本文将四部门定义如下：公共部门

仅包括公共部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军队，①事业单位包括国有、集体事业单位和院、科研院

所，国有企业指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而私有企业则包括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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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CFPS 调查问卷中，这些部门均归为一个选项，作者无法再进行细分，事业单位亦是如此。在中国现有调查数据中，CFPS 是被调查

者工作单位分类最为细致且解释最为详细的调查数据，其他调查数据分类与 CFPS 类似或更为粗糙。例如，CHIPS 调查问卷中就业单位仅分

为四类：企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其他；CHNS 2004 年之后的调查中就业单位才分类为：政府机关、国有事业单位和研究所、国有企业、私营

和个体企业等等。这也是本文选择 CFPS 数据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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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考虑研究目标为狭

义公共部门工资，本文将事业单位与政府机关分离，用事业单位作为公共部门的理想对照组来

探讨我国公共部门的工资问题。在我国，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

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事业

单位作为行政单位的下属机构，其特殊性在于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方面跟公共部门基本保持

一致，而工资制度方面则比公共部门更加灵活，且在工资制度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权。正是这样一

种特殊性给本文提供了理想的对照组，进而可以研究公共部门的收入问题。由于本文重点在于

探究公共部门工资问题，因此我们将公共部门与其他三个部门的工资①进行比较，而有工作但不

属于这四个部门的样本将不进入本文的主要回归。最终，本文回归的样本中公共部门、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比例分别为 10.94%、13.57%、18.96% 和 56.53%。②

为准确度量各个部门的工资差异，本文还控制了一些其他变量。一方面，不同部门人力资本

本身可能存在差异（Shapiro 和 Stelcner，1989），因此本文在回归中控制了人力资本变量、性别、教

育年限、年龄、工作经验和健康状况（BMI 指数，具体在回归中以健康为基准组，利用 BMI 指数生

成偏瘦、偏胖和超重三个虚拟变量）。另一方面，不同工作环境下的工作也会有工资差异，因此本

文控制了员工工作环境，共 6 个虚拟变量。此外，为控制地区差异，本文还控制了城镇地区虚拟

变量和省一级虚拟变量。具体变量定义见表 1。表 2 是本文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从表 2 中可以看

到，无论是年工资还是小时工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均比公共部门高。但与此同时，公共部门

员工教育年限仅次于事业单位，年龄和工作经验年限则是四个部门中均值最高的。且从工作环

境的虚拟变量来看，表 2 还显示出，不同部门工作环境分布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意味着不同部门

的工作内容也有着很大差异。图 1 为工资在四个部门的分布比较，可以看出公共部门与其他部

门一样均为单峰分布，无特殊分布情况。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名 定义

公共部门 虚拟变量，1 为工作单位是公共部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

事业单位 虚拟变量，1 为工作单位是国有、集体事业单位、院、科研院所

国有部门 虚拟变量，1 为工作单位是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

私有部门
虚拟变量，1为工作单位是股份合作企业或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及港、澳、

台商投资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

年工资
元/年，用月平均工资与平均每月的浮动工资、加班费以及各种补贴和奖金之和乘以工作月数再加上年终

奖得到

小时工资 元/小时，用年工资除以工作月数除以月工作天数再除以平均天工作小时数

教育年限 年，由访问者对完成各项学历所用时间的回答加总算出

年龄 岁，访问年份减去出生年份

工作经验 年，2010 减去最后所受教育毕业年份

BMI 指数 体重（kg）除以身高（m）的平方，生成虚拟变量时，以健康为基准组，生成偏瘦、偏胖和超重三个虚拟变量

工作环境
虚拟变量，将工作场所分成七类：户外、车间、室内营业场所、办公室、家里、运输工具内、其他，以户外为基

准组生成 6 个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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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用一年内把奖金和现金福利均算在内的税后工作工资收入作为工资的衡量，具体算法为用月平均工资与平均每月的浮动工资、加

班费以及各种补贴、奖金之和乘以工作月数再加上年终奖得到年工资。而小时工资的计算方法则为年工资除以工作月数再除以平均月工作天

数，最后再除以平均天工作小时数。

② 需要说明的是，调查对象是有可能不客观如实填写问卷的，尤其是一些公共部门的调查对象，不过这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好情

形。感谢审稿人指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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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部门工资

在本小节，本文首先在去除人力资本和

工作环境等差异后，以公共部门为基准组，通

过 OLS回归检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私有

企业与基准组的工资差异，探讨我国公共部

门工资是否存在偏低的现象。回归方程如下：

log(wagei) =α0+α1Insti+α2S OEi

+α3Prii+βXi+εi

（1）

其中，wage i 是指个人 i 在 2010 年时的年工

资。Insti、SOEi 和 Prii 分别为事业单位、国有企

业和私有企业的虚拟变量，Xi 是上文中提到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教育年限、年龄、年龄的

 

续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名 定义

城镇地区 虚拟变量，1 为城镇地区（与乡村地区相对）

婚姻状况 虚拟变量，0 未婚、离婚或丧偶，1 在婚或同居

父母中最高教育年限 年，父亲母亲所受教育年限的最高值

家中其他工作人数 人，将家庭中上班的人数加总后减去 1 记为某观测样本家中其他工作人数

家中小孩个数 人，将家庭中小于 18 岁的人数加总

表 2    描述性统计

（1）公共部门 （2）事业单位 （3）国有企业 （4）私有企业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基本

情况

年工资 24 793.090 21 811.900 26 308.740 25 017.910 26 210.470 31 362.990 21 861.370 25 897.070

小时工资 12.134 10.175 14.410 17.574 14.064 39.700 10.577 13.625

教育年限 11.637 4.539 12.802 3.935 10.880 3.518 9.505 4.055

男性 0.664 0.473 0.524 0.500 0.686 0.464 0.564 0.496

工作经验 17.349 12.584 14.035 11.329 18.176 11.576 15.923 11.316

年龄 42.458 10.385 39.033 10.384 38.693 9.920 35.508 10.669

城镇地区 0.787 0.410 0.803 0.398 0.863 0.345 0.681 0.466

是否换工作 0.051 0.219 0.033 0.180 0.049 0.216 0.103 0.305

已婚 0.884 0.320 0.854 0.353 0.829 0.377 0.771 0.420

父母最高教育年限 6.431 5.309 7.386 5.097 7.143 5.056 6.352 4.604

家中其他工作人数 0.646 0.730 0.643 0.650 0.595 0.671 0.699 0.781

家中小孩个数 0.592 0.664 0.659 0.692 0.571 0.650 0.717 0.768

工作

环境

户外 0.206 0.405 0.111 0.315 0.189 0.392 0.124 0.330

车间 0.013 0.112 0.045 0.208 0.260 0.439 0.371 0.483

室内营业场所 0.073 0.260 0.119 0.324 0.151 0.358 0.190 0.392

办公室 0.610 0.488 0.553 0.498 0.258 0.438 0.213 0.410

家里 0.011 0.104 0.003 0.054 0.003 0.056 0.005 0.067

运输工具内 0.022 0.146 0.028 0.165 0.049 0.216 0.036 0.187

其他 0.066 0.248 0.141 0.348 0.089 0.285 0.062 0.240

0

0.2

0.4

0.6

0.8

样
本
密
度

7 8 9 10 11 12

log（年工资）

公共部门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私有企业
 

图 1    各部门工资分布图

刘    冲、张    红：偏低的公共部门工资与改革前景

•  23  •



平方、工作经验年限和平方项、BMI 指数的 3 个虚拟变量、工作环境的 6 个虚拟变量、城镇地区虚

拟变量、省虚拟变量。

表 3 是方程（1）的回归结果。首先，本文探究了四个部门间的年工资差异。从表 3 中第 1 列

可以看到：在仅控制各部门虚拟变量时，相比于公共部门来说，事业单位员工的年工资高 8.3%，

国有企业高 6.2% 但并不显著，私有企业则低了近 13.7 %；在考虑各部门员工的人力资本特征后，

这些差异发生了变化，事业单位与公共部门的工资差额上升至 10.3%，国有企业与公共部门的差

异则开始变得显著且数值也增加了 3 倍有余，私有企业与公共部门的工资差符号变成正向且系

数显著。这意味着 2010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相比于其他部门员工，我国公共部门工资统计上显

著偏低，偏低幅度在 10% 以上；且公共部门人力资本高于其他部门员工，从而在未控制人力资本

时公共部门与其他部门员工的工资差异并不明显，甚至可以看到公共部门工资高于私有企业员

工工资的现象。①

 
表 3    公共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工资差异

log（年工资） log（小时工资）

（1）OLS（1） （2）OLS（2） （3）OLS（1） （4）OLS（2）

事业单位 0.083* 0.103** 0.158*** 0.162***

（0.048） （0.041） （0.046） （0.039）

国有企业 0.062 0.199*** 0.026 0.167***

（0.046） （0.041） （0.043） （0.039）

私有企业 −0.137*** 0.121*** −0.214*** 0.043

（0.041） （0.039） （0.038） （0.037）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样本量 4 695 4 121 4 674 4 103

Adj-R2 0.013 0.295 0.032 0.363
　　注：括号中的是稳健标准误，*表示 p<0.10，**表示 p<0.05，***p<0.01；控制变量包括：教育年限、男性哑变量、工作经验、工作经验平

方、年龄、年龄平方、BMI 指数分类虚拟变量（以健康为基准组，生成偏瘦、偏胖、超重三个虚拟变量）、城镇地区哑变量、工作环境和省

一级哑变量。表 3 至表 8 统同。
 
 

一般情况下，我国公共部门通常按照《劳动法》施行标准工作时间，即劳动者每日工作 8 小

时，平均每周工作 40 小时，每周至少一天休息日。而在其他部门特别是企业，员工往往需要根据

生产的实际情况调整标准时间，最终使得工作时间超过标准工作时间。因此，考虑到公共部门的

工作时间与其他部门存在较大差异，表 3 中第（1）和（2）列年工资的结果可能源于工作时间的差

异。为验证这种可能性，本文将年工资换成小时工资，回归结果如表 3 中第（3）和（4）列所示。结

果显示，事业单位员工小时工资比公共部门高 16.2% 且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国有企业员工

则高 16.7%；但私有企业员工与公共部门的工资差异在考虑工作时间后显著性消失。对比第（2）

列与第（4）列结果可见，工作时间虽然或许能完全解释私有企业员工与公共部门的工资差异，但

却仅能解释部分国有企业员工与公共部门的工资差异，完全解释不了公共部门与事业单位员工

的工资差异。

  2020 年第 4 期

① 为使表格简化，表 3 中并未列出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具体而言，这些控制变量回归系数情况如下：所受教育增加一年可带来年工资

边际增加 4.3%；男性年工资比女性高出 32.1%；工作经验和年龄的年工资回报分别为 1.03% 和 5.47%；从地区来看，城镇地区比农村地区年工

资高了 9.64%；而健康状况方面，与基准组相比，偏瘦、偏胖和超重均会对工资产生显著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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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方程（2）的 OLS 回归不能探讨不同收入分位点上各工作部门的工资差异，且 OLS 方

法受异常值影响较大，因此，我们在表 4 中列出了分位回归结果。年工资方面，公共部门与其他

部门，特别是与事业单位的差异集中体现在高分位，且有随工资分位越高差异越大的趋势。数据

显示，20−40 分位中，公共部门与事业单位差异均不显著；50 分位中，事业单位年工资在 95% 的

显著性上高出公共部门 7.5%，80 分位时这一显著性差异上升至 10.9%。小时工资方面，在各分位

上事业单位均与公共部门有着显著的工资差异，且这一显著性差异也呈现出随工资分位数增长

而提高的趋势，90 分位时事业单位的小时工资显著地高出公共部门 18.6%。表 4 表明，基准回归

结果并没有受到异常值影响，且我国公共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工资差异呈现出随工资分布分位上

升而增长的趋势。
 

表 4    工资差异分位回归

log（年工资） log（小时工资）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私有企业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私有企业

10 分位 0.201** 0.206* 0.148 0.179** 0.183*** 0.059

（0.081） （0.106） （0.096） （0.077） （0.071） （0.076）

20 分位 0.092 0.131** 0.071 0.171** 0.081 −0.004

（0.067） （0.060） （0.066） （0.069） （0.058） （0.065）

30 分位 0.073 0.102** 0.035 0.109*** 0.067* −0.025

（0.045） （0.046） （0.049） （0.041） （0.039） （0.043）

40 分位 0.063 0.119*** 0.021 0.120*** 0.101** −0.023

（0.041） （0.034） （0.038） （0.030） （0.041） （0.045）

50 分位 0.075** 0.113*** 0.048 0.105*** 0.100*** −0.044

（0.036） （0.032） （0.033） （0.025） （0.031） （0.041）

60 分位 0.061** 0.126*** 0.042 0.102*** 0.153*** −0.005

（0.027） （0.033） （0.035） （0.032） （0.040） （0.044）

70 分位 0.073** 0.167*** 0.114*** 0.142*** 0.187*** 0.037

（0.030） （0.046） （0.037） （0.036） （0.044） （0.051）

80 分位 0.109** 0.210*** 0.162*** 0.152*** 0.196*** 0.028

（0.046） （0.052） （0.048） （0.049） （0.060） （0.067）

90 分位 0.060 0.171*** 0.142** 0.186** 0.212*** 0.096

（0.048） （0.065） （0.066） （0.079） （0.080） （0.086）

样本量 4 121 4 103
 
 

综上所述，本文的回归显示，我国公共部门确实跟其他部门员工存在工资差异，年工资差异

在 1% 的水平上高达 10% 以上，小时工资差异尽管在幅度上有所变化但依然显著。这个结论似

乎与现有一些文献结论相悖，如张义博（2012）和刘瑶（2012）等用 CHNS 数据证明了中国公共部

门工资在 1989−1997 年期间低于非公共部门工资，而在 2000−2009 年期间高于非公共部门工

资。其实，结论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主要变量的分类不同，张义博（2012）和刘瑶（2012）等均将

公共部门定义为包括公共部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如果按照他们的分类，从本文的结果中也

可以看到相似的结论。①但由于本文着重于探讨狭义公共部门工资，因此更倾向于选择将他们定

义中的三个部门分开并将另两个部门作为对照组。

刘    冲、张    红：偏低的公共部门工资与改革前景

① 若按照张义博（2012）和刘瑶（2012）等对部门的分类，CFPS2010 年调查数据回归结果显示：年工资方面，公共部门比私有部门高出

1%，但统计上不显著；小时工资方面，公共部门则比私有部门高出 8%，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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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因解释

在劳动市场中，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供给者肯定会向工资高的劳动需求方流动。然

而，目前我国却出现了一个与此推论完全相反的现象：在我国，公共部门工资偏低，但每年公共

部门考试从来都是人山人海。那么，在这工资偏低的背后，吸引大量劳动力涌向公共部门的因素

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一疑问，我们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讨论：首先，我们考虑了保险、补贴、工作

满意度等一系列的“工资补偿效应”。其次，我们探讨了出现工资差异背后的原因是否来自“家

庭分工”或者“低消费”假说。最后，我们基于工资差异，揭示了部门间收入分配问题，并对市场

化工资改革给出了合理的估算。

（一）“工资补偿效应”

1. 保险

公共部门可能为员工提供更多的保险。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冲击，如疾病等，劳动供给者为

使未来净收入较为稳定，可能会为一份有更多保险的工作而放弃在工资上的部分补偿。为检验

这一可能性，本文在回归方程（1）的基础上将因变量换成员工是否有保险，①在控制个人特征变量

后检验员工在保险方面是否存在部门差异，结果如表 5 第 1 行所示。本文确实从结果中看到，私

有企业的保险覆盖率显著性低于公共部门，这也意味着保险可能可以解释部分公共部门与私有

企业之间的工资差异。然而结果也显示，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与公共部门在保险方面并没有显著

差异，因此保险并不能解释公共部门与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之间的员工工资差异。
 

表 5    保险、补贴与其他收入

因变量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私有企业 样本量 Pseudo-R2/Adj-R2

有保险/Probit/
0.080 0.185 −0.267** 4 322 0.102

（0.124） （0.118） （0.105）

实物补贴/Tobit，ll（0）/
133.986 213.511* −158.916* 4 359 0.006

（103.973） （114.365） （93.806）

有第二职业/Probit/
−0.074 −0.203 0.165 4 300 0.060

（0.151） （0.148） （0.131）

第二职业收入/Tobit，ll（0）/
−2 786.500 −4 316.964* 728.476 4 399 0.022

（2576.142） （2 581.963） （2 218.208）

其他劳动收入/Tobit，ll（0）/
−2 441.371 −3 380.500 −37.893 4 393 0.019

（3 298.921） （3 514.993） （2 936.484）

log（个人总收入）/OLS/
0.154*** 0.130*** 0.055 4342 0.353

（0.037） （0.038） （0.037）
 
 

2. 补贴

公共部门可能会为员工提供更多除工资外的补贴，如实物补贴。结果如表 5 第 2 行回归所

示，结果显示此假说不成立。因为，虽然私有企业补贴会比公共部门少，但事业单位与公共部门

并无差异，国有企业甚至比公共部门有更多的实物补贴。可见补贴也非公共部门收入偏低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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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理想的是能检验每一项保险是否存在部门差异，但由于数据的限制（虽然 CFPS 中关于保险的问题是个多选题，但是大部分受访者

只选了一项），因此本文只能做汇总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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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

一般来说，公共部门上班时间比较固定，相比其他部门而言较短。可能由于宽裕的业余时

间，公共部门员工更可能发展自己的第二职业，有额外收入，用来补偿在公共部门的低工资。但

是，从表 5 中第 3 行和第 4 行的结果可以看到事实并非如此：四个部门间员工是否有第二职业并

无差异，尽管在第二职业收入方面体现出了显著地高于国有企业员工。这也与我国公共部门管

理制度相符，我国公共部门严格禁止员工拥有第二职业。除第二职业以外，本文还检验了其他劳

动收入以及个人总收入在各部门间的差异。跟第二职业收入一样，公共部门与其他部门员工在

其他劳动收入方面并不存在差异。而在个人总收入方面，公共部门依然低于事业单位和国有企

业员工，幅度分别是 15.3% 和 12.9%。这说明除第一职业以外，并没有其他收入可以让公共部门

用来补偿其较低的工资收入。

4. 工作满意度

尽管客观可衡量的收入方面，公共部门似乎并没有其他渠道可以补偿其偏低的工资，但是

公共部门的工作依然炙手可热，很自然的一个想法是：公共部门有更多其他因素带来的效用，比

如闲暇时间和社会地位等。因此，本文利用 CFPS 中受访者关于工作的一些主观满意度来探究

不同部门给员工带来的主观效用感受，结果如表 6 所示。在 CFPS 调查问卷中，满意度被分成

5 个等级，1 代表非常不满意，5 代表非常满意。
 

表 6    工作满意度（Order Probit）

因变量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私有企业 样本量 Pseudo-R2

工作整体 −0.081 −0.183*** −0.139** 4 404 0.033

（0.068） （0.067） （0.061）

工作收入 0.023 −0.227*** 0.026 4 401 0.024

（0.071） （0.069） （0.063）

工作安全性 −0.047 −0.042 0.039 4 404 0.045

（0.067） （0.064） （0.060）

晋升机会 −0.132* −0.089 −0.062 4 381 0.019

（0.068） （0.067） （0.062）

前途的信心度 0.023 −0.046 0.061 4 403 0.026

（0.066） （0.064） （0.059）

当地社会地位 −0.038 −0.336*** −0.263*** 4 405 0.049

（0.066） （0.067） （0.062）

生活满意程度 0.000 −0.200*** −0.128** 4 404 0.022

（0.065） （0.065） （0.061）

未来信心程度 −0.037 −0.117* 0.013 4 402 0.022

（0.064） （0.063） （0.059）
 
 

假如员工的效用函数中不仅包括消费，还包括生活质量、休息时间和社会地位，且公共部门

的环境、工作时间和员工的社会地位均优于其他部门的话，那么员工在低工资的公共部门工作

所获得的效用也可能会与其在高工资的其他部门工作所获得的效用相等，甚至超过其他部门。

但是，从表 6 的结果可以看到：虽然在工作整体、社会地位及生活满意度方面，国有企业与私有企

业在 99% 的置信度内显著地低于公共部门，但是事业单位与公共部门并无显著差异。另外，如

果员工是风险规避的，那么一份安全的、未来不确定性少的工作也会给他们带来较高的效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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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部门员工是否有这种额外的效用呢？据数据显示，答案也是否定的。从表 6 工作安全性、前途

信心度、未来的信心程度结果可以看到，四个部门间并没有太大差异，仅在未来的信心程度上能

看到公共部门比国有企业高。而工作收入方面，尽管公共部门工资低于其他三个部门，但其满意

度却并无差异，甚至高于国有企业员工。工作整体方面亦如是。

从而在员工主观满意度方面，事业单位与公共部门非常接近，仅在晋升机会方面上略逊于

公共部门，而其他方面则与公共部门无显著性差异，但在客观衡量的工资方面，事业单位员工工

资远高于公共部门。对于这种低工资与高满意度同时存在于公共部门的现象，本文有两种可能

的理解：一是公共部门的晋升机会给员工带来的效用完全弥补了该工作低工资带来的效用损

失；二是其对工作收入的满意度来源于其真实的收入，即公共部门收入差异符合隐性收入假说。

（二）家庭分工与低消费假说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公共部门的配偶或其他家人更可能从事其他高收入的工作。由于家

庭劳动分工不同，公共部门可能是那些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家庭事务中的家庭成员，从而

对自己低工资的工作依然表现出了较高的满意度。即个人选择工作的决策是在家庭层面上最优

化效用做出的，如果单看个人记录就会看到收入差异，然而在家庭层面收入却没有差异。为验证

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本文分两步对数据进行了分析。第一步，查看配偶和父母的收入是否与受访

人的工作单位有关，结果如表 7 所示：在控制了其他特征变量后，虽然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员

工配偶收入确实显著性低于公共部门，但是这一配偶收入差异并未在事业单位出现；且父母年

收入在各部门间无显著性差异。这意味着家庭分工的假说依然无法解释事业单位员工与公共部

门的工资差异。第二步，将个人数据汇总至家庭层面，看家庭中参与劳动市场的人员构成结构是

否会影响家庭收入总和。具体做法是：①将家庭中个人总收入加总，再加上家庭财产收入、福利

性收入以及其他收入，记为家庭总收入；②将家庭中不同部门的人数除以在四个部门工作的总

人数算成比例，记为家庭参加工作的人员部门构成结构，控制家庭其他特征变量（四个部门工

作总人数、家庭总人数、家庭中退休人数和小孩数等）后，看这一构成结构是否会影响家庭总

收入。
 

表 7    配偶、父母收入

log（配偶年收入） log（父母最高年收入）

（1）OLS（1） （2）OLS（2） （3）OLS（1） （4）OLS（2）

事业单位 0.102 −0.049 0.077 −0.052

（0.097） （0.083） （0.199） （0.174）

国有企业 −0.135 −0.244*** 0.240 −0.034

（0.094） （0.082） （0.193） （0.172）

私有企业 −0.131 −0.191*** 0.037 −0.167

（0.081） （0.072） （0.173） （0.158）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样本量① 2 955 2 955 1 202 1 202

Adj-R2 0.003 0.324 0.001 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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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显示有配偶样本量比表 7 中家庭样本量少，原因在于：在本文使用的有收入信息的 3 326 个家庭样本中，有 339 个家庭样本家庭

人口仅有一人，另外有 18 个家庭样本家庭人口有 2 人但其中一人为退休人口，因此 3 326 个家庭样本中至少有 357 个样本是未婚无配偶样

本。而父母收入回归中样本量偏少，主要源于 CFPS 中仅当父母与被调查者同住时本文才能看到其收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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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述假说成立，工作人员部门构成结构应该不会影响家庭总收入，即家庭总收入不会随

着在公共部门工作的成员比例上升而下降。然而，数据显示结果并非如此。如表 8 第 1 列所示，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其他因素相同情况下，假如家庭

中只有一个人在这个四个部门工作，这个人从公共部门换到事业单位，其家庭收入就会上升

13.5%。类似地，换到国有企业或私有企业，其家庭工资则会分别上升 13.4% 和 6.5%。由此可见，

家庭的总收入依然会随着家庭成员在不同部门的构成结构不同而不同。
 

表 8    家庭收入、支出和财富

因变量 log（家庭年总收入），log（Y） log（家庭年支出），log（C） log（C/Y） 汽车 电视 总财富

回归方法 OLS OLS OLS Probit Probit OLS

单位 百万

事业单位 0.135*** 0.004 −0.139* −0.058 0.398 −0.022

（0.049） （0.067） （0.072） （0.119） （0.378） （3.757）

国有企业 0.134*** 0.008 −0.145** 0.010 −0.037 5.554

（0.048） （0.060） （0.063） （0.115） （0.285） （8.429）

私有企业 0.064 −0.077 −0.156** −0.024 −0.026 3.353

（0.047） （0.058） （0.062） （0.106） （0.265） （5.177）

样本量 3 326 3 386 3 282 3 398 2 601 3 444
 
 

那么，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为什么公共部门愿意接受低工资，甚至家庭的低收入

呢？如果只是因为公共部门工作能给员工带来除收入外的其他福利，或者本文在回归中忽略了

一些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那么在消费方面，本文也应该看到家庭工作人员部门构成结构的影

响。然而，表 8 中家庭年支出一列的结果显示，家庭消费水平并不会因家庭成员的工作部门结构

不同而有所差异，且将因变量由消费换成消费收入之比时，家庭成员中公共部门员工比例上升

会显著增加家庭消费收入之比。这就意味着，虽然公共部门的工作使得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都

有所下降，但并不影响家庭消费水平。那么，是什么支撑了拥有低收入的人群同时保持了相当的

消费水平呢？是因为公共部门工作稳定，不确定性较小，从而员工更愿意消费吗？如此，本文应该

看到公共部门比例高的家庭积累的财富少，储蓄少，甚至耐用品也少。但是从表 8 中剩余的部分

结果来看，这一假说并不成立，事业单位与公共部门基本在耐用品和总财富方面都无差异。①基

于以上的分析，我们也排除了“家庭分工”或者“低消费”假说。

（三）公共部门工资改革估算

基于以上的分析框架，在劳动力市场出清的前提假设下，我们认为各部门之间不应该存在

工资差异，那么这就给未来公共部门的工资改革提出了一个估算新思路。具体而言，本文参照

Gorodnichenko 和 Peter（2007）的估算方式：在劳动市场均衡时各部门工资收入相同的假设前提

下，应有：

Wgov（1+α1）=WInst

其中，Wgov 为政府部门平均工资，WInst 为事业单位平均工资，α1 是通过回归估算出来的工资差系

数，我们用其乘以政府部门平均工资再乘以政府部门人数（α1Wgov×Ngov）就可以估算出政府为公共

部门工资改革需要支付的成本。具体而言，这里工资差系数 α1 为表 3 中的回归估计系数，Wgov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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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篇幅限制，这一部分结果我们没有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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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统计性描述中的政府部门平均年工资，即 24 973 元人民币；Ngov 为 2012 年 3 月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和国家公务员局门户网站公布的 2010 年全国公务员规模 689.4 万人。

表 9 为全国公共部门工资改革成本的估算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中国 2010 年公共部门工

资改革成本在 176 亿左右，占全国 GDP 的 0.044%。若考虑工作时间因素，用小时工资估计出来

的工资差系数代表年工资的工资差系数，得到的成本会更大，如表 9 中第四行所示，成本达

266 亿元人民币，占 GDP 的比重为 0.066%。从表 9 中还可以看到，由于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与政

府部门无论如何在社会福利还是员工主观效用评价方面均存在差异，从而用国有企业与私有企

业作对照组估算出来的改革成本会更大，分别为 328 亿元和 199 亿元。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劳动

市场中，劳动者为社会福利与社会地位等主观评价付出了近 23 亿至 152 亿元的工资补偿效应。
 

表 9    公共部门工资改革成本估算

方法 工资差系数 工资改革成本（百万） 占 GDP 比重，%

事业单位 vs. 政府机关

年工资，OLS（2） 0.103 17 605.063 0.044

小时工资，OLS（2） 0.161 26 638.416 0.066

国有企业 vs. 政府机关

年工资，OLS（2） 0.198 32 760.288 0.082

小时工资，OLS（2） 0.166 27 465.696 0.068

私有企业 vs. 政府机关

年工资，OLS（2） 0.120 19 854.720 0.049

小时工资，OLS（2） 0.042# 7 015.334 0.017
　　注：#表明该系数统计上不显著；表中用到的全国政府机关平均工资为本文数据样本平均值 24 973 元人民币，全国公务员总数

689.4 万人，全国 GDP 为 401 202 亿元。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六、总　结

公共部门工资制度改革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各界关

注的热点问题。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工资水平对于公职人员队伍建设和政府组

织功能完善的战略意义。党的十九大拉开了中国新一轮全面改革的大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

大报告中强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

序。”在此背景下，如何立足中国国情，科学地评估和推进工资制度改革，尤其是目前公共部门偏

低的工资水平的改革，以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成为目前新一轮改革的重中之重。

本文结合详尽的微观数据，利用科学的分析框架验证了我国公共部门工资水平相对偏低的

事实，并深入分析了原因，给出了我国未来公共部门工资改革的思路。我们的研究发现：我国公

共部门与国有、私有部门或事业单位相比，工资水平偏低 10%−16%。研究分析表明：公共部门与

其他部门的工资差异并不能被保险、补贴、其他收入、工作满意度和社会地位等因素的“补偿效

应”全部解释。进一步将事业单位作为公共部门的理想对照组发现，家庭分工假说和低消费假说

也不能得到验证。在劳动力市场出清的假设下，我们估算出了公共部门工资改革的合理调整范

围。在劳动力市场出清的前提假设下，预估的工资改革成本在 176 亿至 266 亿元左右，占全国

GDP 的 0.044%−0.066%。

本文为研究公共部门工资改革提供了一个新框架，并揭示了部门间收入分配的新特点，有

利于进一步推进工资水平的市场化改革。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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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新阶段，实施新一轮的工资制度改革对于加快和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激励和保障机制，进一

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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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ly Low Wages in Public Sectors and Reform
Prospects：New Evidence from Micro Data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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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wage system reform of public sectors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reform in China，and also a hot issue concerned by the whole society. At present，govern-

ments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realized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wage leve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of-

ficial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function.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

opened the curtain of a new round of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in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em-

phasized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improv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factors，and promote more reasonable

and orderly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this context，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how to scientific-

ally evaluate and promote the wage system reform，especially the reform of low wage level in public sectors，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system，has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of the new round

of reform.

Based on the detailed micro data，this paper uses the scientific analysis framework to verify the fact that

the wage level of public sectors in China is relatively low，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in depth，giving the ideas

of the future wage reform of public sectors in China. Specifically，we use the 2010 China Family Panel Stud-

ies （CFPS）to build a model of income determination. After controlling a series of individual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we find that compared with state-owned sectors，private sectors or public institutions，the wage

level of public sectors is 10%-16% lower.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wage difference between public sectors

and other sectors cannot be fully explained by the “compensation effect” of insurance，subsidy，other income，

job satisfaction，social status and other factors. We further regard public institutions as the ideal control group

of public sectors，and find that the hypothesis of family division of labor and low consumption cannot be veri-

fied. Under the assumption of labor market clearing，we estimate the reasonable adjustment range of the wage

reform in public sectors.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the wage reform in public sec-

tors，and reveal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sector income distribution，which is conducive to further pro-

moting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wage level.

Key words:  public sectors； wage difference； marketization reform of w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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